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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领导消极反馈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现有文献存在相互矛盾的观点。基于反馈干预理论, 采用经验取

样法探讨不同目标导向个体对领导每日消极反馈的差异性反应, 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创造力水平。对来自 95 名被

试 716 个观察值的多层次路径分析发现: 对高证明目标导向的员工而言,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通过促进当晚问题解

决反思, 提升了第二天的创造力。对高回避目标导向的员工而言,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通过引发当晚情感反刍, 抑制

了第二天的创造力。以上研究发现有助于全面揭示领导消极反馈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效应, 为领导力发展与组织

创新管理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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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竞争环境中, 员工创造力是

组织成功的基石 (白新文  等 , 2019; 沈伊默  等 , 

2019)。 创 造 力 指 新 颖 有 用 想 法 的 产 生 (Amabile, 

1983), 领导反馈作为激励员工的一种常见方式 , 

被 视 为 创 造 力 的 关 键 影 响 因 素 (Hoever et al., 

2018)。领导反馈包括积极反馈与消极反馈, 积极反

馈是对员工的鼓励支持, 被广泛认为会促进员工创

造力(Hon et al., 2013)。然而学者们对领导消极反馈

与创造力间的关系, 存在相互矛盾的观点。一方面, 

领导消极反馈会威胁员工对自我概念、个人形象及

工作能力的信念(Kim & Kim, 2020), 甚至让员工产

生屈辱感 (Beghetto, 2014), 从而抑制了员工创造

力。另一方面, 领导消极反馈使员工认识到创造力

水平与组织标准间的差距, 帮助员工从失败中学习, 

进而激发创造力和创新行为(He et al., 2016; 马璐 

等, 2021)。 

造成上述矛盾观点的原因如下: (1)在内在机制

上, 现有文献大多单方面探讨领导消极反馈影响员

工创造力的积极或消极机制, 鲜有文献同时考察领

导消极反馈通过双过程机制对员工创造力产生的

不同效应。马璐等(2021)指出单一机制不利于全面

理解领导消极反馈的作用机理, 呼吁学者们揭示领

导消极反馈的双刃剑效应。(2)在个体差异上, 个人

特质导致人们对领导消极反馈存在不同反应, 从而

对创造力产生差异化影响。He 等(2016)发现目标导

向在领导反馈与员工创造力之间存在调节作用, 然

而该研究仅探讨了回避目标导向和学习目标导向, 

并未关注证明目标导向。(3)在研究设计上, 已有文

献普遍采用多阶段的时间滞后设计, 对领导消极反

馈和员工创造力进行单次数据采集。事实上, 领导

消极反馈和员工创造力都具有短期波动性(Miron- 

Spektor et al., 2022; Xing et al., 2021)。一次性数据

采集难免存在误差, 从而导致不一致的研究结论。 

为解决以上问题 , 本研究基于反馈干预理论 , 

采用经验取样法探讨领导每日消极反馈如何影响

不同目标导向员工创造力的短期波动。反馈干预理

论认为, 消极反馈可能将注意力引导至关注自我的

元过程而削弱后续表现, 或将注意力引导至关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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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任务过程而提升后续表现(Kluger & DeNisi, 

1996; Kim & Kim, 2020)。考虑到任务过程和元过程

的内涵非常广泛, 本研究引入工作相关反刍, 即在

非工作时间对工作消极事件的认知聚焦, 包括问题

解决反思和情感反刍两个维度(Cropley et al., 2012), 

以具化领导消极反馈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机制。根

据反馈干预理论, 领导对员工当天的创造性工作提

供消极反馈时, 有可能引发员工下班后对工作问题

的认知反思 (即问题解决反思 ), 激发第二天创造

力。员工也可能因反复回想领导消极反馈, 引发消

极情绪体验(即情感反刍), 抑制第二天创造力。 

反馈干预理论进一步指出, 个体特质影响了人

们面对消极反馈时将注意力聚焦于任务过程, 还是

聚焦于元过程(Kluger & DeNisi, 1996)。Vandewalle 

(1997)认为目标导向能解释人们对消极反馈的差异

性反应 , 高证明目标导向个体期望证明自身能力

(Vandewalle, 1997),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更有可能引

发他们每晚开展与任务过程有关的问题解决反思, 

进而激发第二天创造力。高回避目标导向个体将领

导消极反馈视为威胁,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更有可能

引发其每晚表现出与元过程有关的情感反刍, 从而

降低第二天创造力。鉴于此, 本研究拟探讨不同目

标导向个体面临领导每日消极反馈时, 是否会分别

激活每晚问题解决反思、情感反刍两种过程, 从而

对第二天创造力产生差异化影响。综上, 理论模型

如图 1 所示。 

1.1  反馈干预理论 

反馈干预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反馈将个体注意

力引导至任务过程或元过程来调整行为, 将注意力

集中于任务过程有益于提高后续表现; 将注意力集

中于元过程则削弱后续表现(Dahling et al., 2016; 

Kluger & DeNisi, 1996; Szalma et al., 2006)。任务过

程指关注当前任务或任务细节的过程, 包括付出额

外努力、进行认知加工、深入思考和回忆工作等内

涵(Kluger & DeNisi, 1996)。元过程指关注自我的过

程, 包含情感反应、认知资源耗竭、将注意力从任

务转移到自我等内涵 , 每一种都相当复杂(Kluger 

& DeNisi, 1996)。采用该理论视角时, 可引入符合

概念范畴的具体构念, 例如马璐等(2021)通过工作

重塑反映任务过程。鉴于此, 本研究重点关注任务

过程中的“深入思考和回忆工作”, 并引入问题解决

反思来反映该内涵。问题解决反思指个体在非工作

时间反复思考、琢磨工作相关问题(Cropley et al., 

2012)。此外, 本研究重点关注元过程中的“情感反

应”, 并引入情感反刍来反映该内涵。情感反刍指个

体在非工作时间, 因反复思考工作引起的负面情感

体验(Cropley et al., 2012)。 

反馈干预理论另一核心观点是, 个体特质影响

注意力分配, 即影响人们到底选择任务过程还是元

过程(Kluger & DeNisi, 1996; Szalma et al., 2006)。

目标导向是一种典型的个体特质, 指人们在成就情

景中的目标偏好(Payne et al., 2007)。目标导向包括

学习目标导向和绩效目标导向, 绩效目标导向被划

分为证明目标导向和回避目标导向。本研究聚焦于

与绩效相关的两种导向, 主要原因在于构念与理论

的匹配性。证明目标导向指个体期望证明自身能

力、获取积极评价的倾向, 回避目标导向指个体期

望避免能力被否定或获得消极评价的倾向, 学习目

标导向指个体期望通过获得新技能、掌握新情况、

提高胜任力来发展自我的倾向(Vandewalle, 1997)。

由上述定义可知, 证明目标导向和回避目标导向强

调个体对绩效目标的偏好, 学习目标导向关注个人

成长而非绩效目标(Gong et al., 2017)。反馈干预理

论的关键词之一即绩效目标(Karlin et al., 2015), 聚

焦于两种绩效目标导向可实现 Kluger 和 DeNisi 

(1996)指出的反馈线索与特定人格特质的匹配。综 

 

 
 

图 1  理论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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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本研究基于反馈干预理论分别考察证明目标导

向与回避目标导向的个体对领导消极反馈的差异

性反应。 

1.2  证明目标导向对领导消极反馈与员工问题

解决反思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在创造性任务中, 领导消极反馈指领导向员工

提供创造力低于可接受标准的信息(Kim & Kim, 

2020)。反馈干预理论认为, 只有当员工的注意力聚

焦于任务过程, 领导消极反馈才能提高员工后续的

行为表现(Alder & Ambrose, 2005; Kluger & DeNisi, 

1996)。同时, 人们对领导消极反馈的反应有着个体

差异, 个体特质影响人们将注意力聚焦于任务过程

还是元过程(Kluger & DeNisi, 1996)。目标导向是影

响个体应对领导消极反馈的重要特质(Vandewalle, 

1997; He et al., 2016), 基于反馈干预理论, 本研究

认为领导每日消极反馈能够引导高目标导向员工

将注意力集中到任务过程, 即使下班后也能积极开

展问题解决反思。 

具体而言, 高证明目标导向员工将困境视为挑

战, 倾向于使用适应性的自我调节策略, 努力获得

他人认可(Creed et al., 2009)。面对领导消极反馈, 

他们更关注自己做得不好的信息, 将注意力聚焦于

如何优化行为, 注重展示自身能力并获得积极结果

(Gong et al., 2017; To et al., 2012)。即便在下班后他

们也会重新评估在创造性任务中做过的事情, 深入

思考存在的问题, 并想出更好的方式来弥补不足。

由此可见, 领导提供消极反馈后, 高证明目标导向

员工会将注意力引导至问题解决反思这一任务过

程上。正如 To 等(2012)所述, 为了表现良好以获得

领导好感, 高证明目标导向个体会强化认知投入创

造性进程。相较之下, 低证明目标导向员工并不依

赖于绩效证明目标(Ma et al., 2021), 不在意展示自

身能力和获取积极评价。面对领导消极反馈, 他们

难以将注意力转移到任务过程, 因此领导每日消极

反馈不太可能激发他们晚上开展问题解决反思。综

上,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员工证明目标导向调节领导每日消极

反馈与员工每晚问题解决反思间的关系。对高证明

目标导向员工而言,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正向影响员

工每晚问题解决反思; 对低证明目标导向员工而言,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与员工每晚问题解决反思间无

显著关系。 

1.3  每晚问题解决反思与第二天创造力 

新近研究表明人们并不总是处于创造力最佳

水平 , 创造力是动态变化的(Miron-Spektor et al., 

2022)。考虑到创造力提升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认知

思考, 本研究聚焦于员工第二天创造力。反馈干预

理论认为, 员工将注意力聚焦于任务过程有益于提

升后续工作表现(Kluger & DeNisi, 1996)。作为投入

任务过程的一种具体表现, 员工晚上问题解决反思

对于第二天工作而言, 是一种自我纠正的前瞻性思

考(Gabriel et al., 2021)。问题解决反思能够帮助员

工识别当前创造性任务中存在的问题, 产生更加新

颖有用的任务策略。此外, 下班后在家庭环境中思

考工作也会刺激人们的思维跳出条条框框的束缚, 

形成新颖独特的视角(Vahle-Hinz et al., 2017)。由此

可见, 每晚问题解决反思能帮助员工发现新的见解, 

找到建设性解决方案, 有益于提升员工第二天创造

力。Verhaeghen 等(2014)为上述观点提供了实证支

持, 他们发现自我反思与想法的原创性正相关。综

上, 每晚问题解决反思能够促进第二天创造力。结

合假设 1, 提出如下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假设:  

假设 2: 员工证明目标导向调节领导每日消极

反馈通过员工每晚问题解决反思影响第二天创造

力的间接效应。对高证明目标导向员工而言, 领导

每日消极反馈通过员工每晚问题解决反思促进员

工第二天创造力; 对低证明目标导向员工而言, 上

述间接效应不显著。  

1.4  回避目标导向对领导消极反馈与员工情感

反刍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反馈干预理论指出, 对倾向于避免消极刺激的

个体而言, 消极反馈有可能激活元过程(Kluger & 

DeNisi, 1996)。回避目标导向反映了个体期望隐藏

能力不足、避免失败和负面评价的倾向(Vandewalle, 

1997)。领导消极反馈让员工意识到当前表现尚未

满足组织期望(Xing et al., 2021), 意味着在创造性

活动中胜任力不足或工作方式存在缺陷。高回避目

标导向个体将困境视为威胁, 对消极刺激非常敏感

(Creed et al., 2009)。他们容易忽视领导消极反馈的

指导意义(He et al., 2016), 将注意力聚焦于这种负

面评价带来的消极情感体验, 更有可能因持续回想

领导负面意见而引发情感反刍。Cron 等(2005)为上

述观点提供了一定支持, 他们发现获得考试成绩的

消极反馈后, 回避目标导向的学生更容易产生消极

情感反应。与高回避目标导向员工相比, 低回避目

标导向员工不在意外部消极评价, 不易受到表现不

佳风险的影响(Ma et al., 2021)。因此面对领导消极

反馈, 他们不太可能在非工作时间产生消极情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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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难以引发晚上的情感反刍。综上, 本研究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 3: 员工回避目标导向调节领导每日消极

反馈与员工每晚情感反刍之间的关系。对高回避目

标导向员工而言,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正向影响员工

每晚情感反刍; 对低回避目标导向员工而言, 领导

每日消极反馈与员工每晚情感反刍之间无显著关系。 

1.5  每晚情感反刍与第二天创造力 

反馈干预理论认为, 员工注意力聚焦于元过程

会削弱后续表现, 因为元过程关注的是受到反馈威

胁 的 自 我 , 而 不 是 任 务 本 身 (Kluger & DeNisi, 

1996)。作为投入到元过程中的一种具体表现, 情感

反刍的特征是在非工作时间对工作产生侵入性、反

复 出 现 的 想 法 , 这 些 想 法 在 情 感 上 是 消 极 的

(Pravettoni et al., 2007)。由此可见, 晚上情感反刍

会延长员工的负面情感体验(Junker et al., 2021), 

并以消极方式占据脑海(Vahle-Hinz et al., 2017), 使

员工难以整合创造性任务中新颖可行的解决方案, 

从而抑制第二天创造力。此外, 有研究表明情感反

刍导致认知失败(Cropley et al., 2016), 降低认知灵

活性和机会识别(Cropley et al., 2016), 减少第二天

工作投入(Gabriel et al., 2021)。情感反刍的上述后

果在以往研究中均被认为不利于员工创造力的发

挥(Bledow et al., 2013; De Dreu et al., 2008)。鉴于

此, 本研究认为员工晚上情感反刍抑制了第二天创

造力。结合假设 3, 提出如下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假设:  

假设 4: 员工回避目标导向调节领导每日消极

反馈通过员工每晚情感反刍影响第二天创造力的

间接效应。对高回避目标导向员工而言, 领导每日

消极反馈通过员工每晚情感反刍降低员工第二天

创造力; 对低回避目标导向员工而言, 上述间接效

应不显著。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与流程 

本研究采用经验取样法开展问卷调研, 该方法

可以消除记忆偏差, 尤其当探讨创造力短期变化的

影响因素时 , 是一种更为理想的研究设计 (Petrou  

et al., 2019)。研究数据采集自我国北方的一家设计

院, 该公司领导和员工在工作时间有着密切沟通。

研究者参照 To 等(2012)研究每日创造力时的做法, 

邀请从事对创造力要求较高工作的员工自愿参与

调研。在人事部门的协助下共招募 119 名被试, 所

有被试均被告知数据仅供学术研究使用。问卷调研

包括最初的基线问卷, 连续两周的每日下午问卷和

晚上问卷。在开启每日问卷调研的前一周, 向 119

名被试发放基线问卷 , 邀请他们报告证明目标导

向、回避目标导向、学习目标导向, 及性别、年龄

等人口统计学特征, 回收 106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89.08%)。在随后连续 10 个工作日, 研究者每天 17: 

30 向 106 名被试发放下午问卷, 邀请他们报告当天

领导对其创造性工作的消极反馈、积极反馈, 以及

当天创造力。如果被试当天未见到领导或未与领导

进行沟通 , 则无需回答与领导反馈相关问题(Xing 

et al., 2021)。鉴于员工比其他人更了解自身每天创造

力的波动(Ng & Feldman, 2012; Petrou et al., 2019), 

本研究邀请员工自我报告每天创造力水平。每晚 20: 

30, 由被试汇报当晚问题解决反思与情感反刍。 

参考 Liao 等(2021)的做法, 将每天领导消极反

馈、每晚工作反刍与第二天创造力进行匹配。由于

调研在工作日展开, 员工在两个周五完成的问卷没

有第二天创造力数据与之匹配(Xing et al., 2021)。

为了确保真实性和保密性, 问卷调研以匿名形式展

开, 被试每次填写问卷时, 需要填写手机尾号后 4

位数字, 研究者通过该数字实现问卷匹配。剔除了

未回答或存在缺失值的问卷后 , 最终样本包含了

95 名被试 716 份匹配问卷(潜在匹配问卷数 = 106

人×8 份, 回收率为 84.43%)。最终样本男性占比

61.10%, 女性占比 38.90%, 被试平均年龄为 30.62

岁(SD = 6.40), 在组织中平均工作年限为 2.98 年

(SD = 3.86)。 

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所有量表均来自英文文献中的

成熟量表, 并通过“翻译−回译”程序保证翻译准确

性(Brislin, 1980)。除人口统计学变量外, 问卷涉及

的所有条目均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进行评价, 从

“1”到“5”分别表示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 

领导消极反馈与积极反馈。本研究参考 Hon

等(2013)的做法, 采用 George 和 Zhou (2001)开发

的 7 条目量表来测量领导对员工每天创造性工作的

消极反馈与积极反馈。其中, 领导消极反馈包括 4

个条目 , 示例问题如“今天 , 我的主管给了我负面

反馈”, 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ɑ 系数为 0.92。领导

积极反馈包括个 3 条目, 示例问题如“今天, 我的主

管 告 诉 我 , 我 的 表 现 很 好 ”, 在 本 研 究 中 的

Cronbach’s ɑ 系数为 0.91。 

证明目标导向与回避目标导向。本研究采用

Vandewalle (1997)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 证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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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包括 4 个条目, 示例题项如: “我会花时间去弄

清楚 , 如何才能更好地向他人证明我的能力”, 本

研究中的 Cronbach’s ɑ 系数为 0.65。回避目标导向

也包括 4 个条目, 代表条目如: “我会避免去从事可

能 使 我 显 得 比 较 无 能 的 新 任 务 ”, 本 研 究 中 的

Cronbach’s ɑ 系数为 0.66。DeVellis (1991)认为

Cronbach’s ɑ系数在 0.65~0.70 之间是最小可接受值, 

温忠麟等(2018)也指出人格类测量的 Cronbach’s ɑ

系数达到 0.6 以上可接受。在 Heimbeck 等(2003)

和 To 等 (2012) 的 研 究 中 , 证 明 目 标 导 向 的

Cronbach’s ɑ 系数分别为 0.62 和 0.70。在 Porath 和

Bateman (2006)、Seijts 等(2004)的研究中, 回避目

标导向的 Cronbach’s ɑ 系数分别为 0.69 与 0.67。 

问题解决反思与情感反刍。在 Cropley 等(2012)

开发的工作反刍量表中, 问题解决反思与情感反刍

分别包含 5 个条目。考虑到每日问卷调研需要尽可

能简短, 本研究参考 Junker 等(2021)的做法, 分别

从中选取 3 个载荷最高的条目来测量问题解决反思

与情感反刍。问题解决反思的示例条目如下: “我发

现自己会重新评估或思考白天工作中做的事情”, 

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9。情感反刍的

代表性条目如“我今晚为工作相关问题感到烦恼”, 

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 

员工创造力。本研究遵循 Baer 和 Oldham (2006)

的做法, 采用 4 个条目测量员工创造力。代表性问

题如“今天, 我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新颖有用的想法”,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ɑ 系数为 0.91。 

控制变量。在个体内层次, 为探讨领导每日消

极反馈对员工创造力的独特影响, 本研究控制了领

导每日积极反馈(Kim & Kim, 2020; Xing et al., 

2021)。此外, Xing 等(2021)研究领导每日消极反馈

与员工第二天绩效的关系时, 控制了当天绩效, 本

研究也遵循这一做法, 在以第二天创造力为结果变

量的模型中, 控制了员工当天的创造力。在个体间

层次控制了学习目标导向, 采用 Vandewalle (1997)

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 包括 5 个条目。代表性题项

如“我经常找机会发展新的技能与知识”, 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Cronbach’s ɑ 系数为 0.85。 

2.3  分析策略 

考虑到数据的嵌套属性, 本研究采用 Mplus8.0

进行多层次路径分析。遵循刘东等(2018)的方法 , 

将领导消极反馈、领导积极反馈、员工当天创造力

设定为个体内层次, 将证明目标导向、回避目标导

向、学习目标导向设定为个体间层次, 对中介变量

和结果变量则不进行层次设定。为检验跨层次调节

效应, 构建了一个以证明目标导向为个体间层次预

测变量影响领导每日消极反馈与员工问题解决反

思之间随机斜率、以回避目标导向为个体间层次预

测变量影响领导每日消极反馈与员工情感反刍之间

随机斜率的模型。假设检验前, 对个体内预测变量和

控制变量进行组均值中心化处理, 对个体间层次预

测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总均值中心化处理。为了检验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设, 使用 R 软件进行 20, 000 次

重复抽样的蒙特卡洛模拟(Preacher & Selig, 2012), 

通过 95%和 90% CI 来检验假设的统计显著性。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 展示了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进行假设检验前, 通过估计零模型检验个体内层次

变量的个体内方差百分比。如表 2 所示, 这些变量

都显示出较大的个体内差异。 

3.2  多层次验证性因子分析 

多层次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假设

的六因子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程度( = 404.21, df = 

233, /df = 1.73, CFI = 0.95, TLI = 0.93, RMSEA = 

0.03, SRMR 个体内 = 0.04, SRMR 个体间 = 0.07)。该模型

的拟合程度要显著优于五因子模型 1 (Δ = 364.13, 

Δdf = 8, p < 0.001)、五因子模型 2 (Δ = 533.92, Δdf = 

8, p < 0.001)、五因子模型 3 (Δ = 392.31, Δdf = 8, p < 

0.001)、五因子模型 4 (Δ = 247.31, Δdf = 8, p < 

0.001)、四因子模型 1 (Δ = 391.28, Δdf = 12, p < 

0.001)、四因子模型 2 (Δ = 570.92, Δdf = 12, p < 

0.001)、四因子模型 3 (Δ = 427.62, Δdf = 12, p < 

0.001)、四因子模型 4 (Δ = 276.20, Δdf = 12, p < 

0.001)。以上结果表明, 本研究的 6 个核心变量之

间有较好的内部结构效度(罗胜强, 姜嬿, 2014)。 

3.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提升研究结论的严谨性, 本研究采用“控制

未 测 单 一 方 法 潜 因 子 法 ” 检 验 共 同 方 法 偏 差

(Podsakoff et al., 2003)。构建单一方法潜因子模型

的拟合指数( = 265.30, df = 189, /df = 1.40,  

CFI = 0.98, TLI = 0.96, RMSEA = 0.02, SRMR 个体内 = 

0.02, SRMR 个体间 = 0.06)与假设的六因子模型相比, 

CFI、TLI 提高幅度未超过 0.1, RMSEA、SRMR 个体内、

SRMR 个 体间降低幅度未超过 0.05, 在温忠麟等(2018)

建议的合理范围内。综上, 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

同方法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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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领导每日积极反馈 (0.91) 0.07 0.40** −0.02 0.48** 0.44** 0.20* 0.06 −0.04 −0.06 0.11 −0.05 

2.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 −0.16** (0.92) 0.29** 0.27** 0.23* 0.22* 0.09 0.08 0.13 0.02 0.05 0.01 

3. 每晚问题解决反思 0.05 0.08* (0.79) 0.13 0.75** 0.77** 0.13 0.08 0.21* −0.09 0.12 0.16 

4. 每晚情感反刍 0.07* 0.07 0.07 (0.82) 0.10 0.10 0.16 0.33** −0.10 0.04 0.01 0.06 

5. 每天创造力 0.20** 0.00 0.19** 0.01 (0.91) 0.98** 0.19 0.15 0.12 −0.04 0.27** 0.19 

6. 第二天创造力 0.07 0.04 0.18** −0.09* 0.20** (0.91) 0.18 0.14 0.15 −0.01 0.23* 0.17 

7. 证明目标导向 — — — — — — (0.65) 0.42** 0.16 0.05 0.12 0.09 

8. 回避目标导向 — — — — — — — (0.66) −0.12 −0.03 0.17 0.17 

9. 学习目标导向 — — — — — — — — (0.85) 0.10 0.01 0.07 

10. 性别 — — — — — — — — — — −0.11 −0.05 

11. 年龄 — — — — — — — — — — — 0.50**

12. 组织任期 — — — — — — — — — — — — 

M 3.28 2.02 3.45 2.50 3.18 3.17 3.20 2.62 3.84 0.61 30.62 2.98 

SD 个体内 0.88 0.80 0.75 0.88 0.90 0.92 — — — — — — 

SD 个体间 0.72 0.55 0.60 0.66 0.76 0.78 0.67 0.65 0.64 0.49 6.40 3.86 

注: N 个体内 = 716; N 个体间 = 95。对角线下方为个体内相关系数; 对角线上方为个体间相关系数, 由个体内变量聚合到个体间层面后计

算得出。对角线括号内为变量的 Cronbach’s ɑ信度系数。*p < 0.05, **p < 0.01。 

 
表 2  个体内方差百分比 

变量 
个体内 

方差(e2)

个体间 

方差(r2) 

个体内方差百

分比(%)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 0.40 0.24 62.50% 

每晚问题解决反思 0.25 0.32 43.86% 

每晚情感反刍 0.39 0.38 50.65% 

第二天创造力 0.28 0.57 32.94% 

注: 个体内方差百分比 = 个体内方差/(个体内方差+个体间方差)。 

 

3.4  假设检验 

3.4.1  调节效应检验 

假设 1 提出员工证明目标导向在领导每日消极

反馈与员工每晚问题解决反思的关系间起到调节

作用。如表 4 所示,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与员工证明

目标导向的交互项对员工每晚问题解决反思有显

著的积极影响(γ = 0.16, SE = 0.06, p = 0.005), 调节

效应图如图 2 所示。简单斜率检验表明, 当员工有

着较高水平证明目标导向时(+1 SD), 领导每日消

极反馈积极预测员工当晚的问题解决反思(γ = 0.14, 

t = 2.37, p = 0.018)。当员工有着较低水平证明目标

导向时(−1 SD),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与员工当晚问

题解决反思无显著关系(γ = −0.08, t = −1.47, p = 

0.14)。综上, 假设 1 得到支持。 

 
表 3  多层次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因子  df /df CFI TLI RMSEA SRMR 个体内 SRMR 个体间

六因子模型 每个变量对应一个因子 404.21 233 1.73 0.95 0.93 0.03 0.04 0.07 

五因子模型 1 领导消极反馈与问题解决反思并入一个因子 768.34 241 3.19 0.83 0.80 0.06 0.11 0.18 

五因子模型 2 领导消极反馈与情感反刍并入一个因子 938.13 241 3.89 0.78 0.73 0.06 0.09 0.12 

五因子模型 3 问题解决反思与情感反刍并入一个因子 796.52 241 3.31 0.82 0.79 0.06 0.09 0.14 

五因子模型 4 问题解决反思和第二天创造力并入一个因子 651.52 241 2.70 0.87 0.84 0.05 0.07 0.07 

四因子模型 1 
证明目标导向与回避目标导向并入一个因子 , 

领导消极反馈与问题解决反思并入一个因子
795.49 245 3.25 0.82 0.79 0.06 0.11 0.19 

四因子模型 2 
证明目标导向与回避目标导向并入一个因子 , 

领导消极反馈与情感反刍并入一个因子 
975.13 245 3.98 0.76 0.72 0.07 0.09 0.12 

四因子模型 3 
证明目标导向与回避目标导向并入一个因子 , 

问题解决反思与情感反刍并入一个因子 
831.83 245 3.40 0.81 0.78 0.06 0.09 0.14 

四因子模型 4 
证明目标导向与回避目标导向并入一个因子 , 

问题解决反思与第二天创造力并入一个因子
680.41 245 2.78 0.86 0.84 0.05 0.07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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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多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每晚问题解决反思 每晚情感反刍 第二天创造力 

Model 1 Model 1 Model 1 Model 2 

Estimate S.E. Estimate S.E. Estimate S.E. Estimate S.E. 

个体内变量                 

领导积极反馈 0.06 0.05 0.11 0.07 0.05 0.05 0.04 0.05 

领导消极反馈 0.03 0.04 0.07 0.05 0.02 0.05 0.01 0.05 

问题解决反思        0.16*** 0.04     

情感反刍        −0.10* 0.05     

当天创造力        0.09+ 0.05 0.13* 0.06 

个体间变量                

证明目标导向 0.06 0.09 0.05 0.13 0.13 0.13 0.13 0.13 

回避目标导向 0.07 0.12 0.31* 0.12 0.14 0.15 0.13 0.14 

学习目标导向 0.19* 0.10 −0.08 0.09 0.18 0.14 0.18 0.14 

跨层交互项                

领导消极反馈×证明目标导向 0.16** 0.06 0.01 0.07 −0.04 0.08 0.02 0.08 

领导消极反馈×回避目标导向 −0.06 0.05 0.14+ 0.08 0.05 0.06 0.04 0.06 

领导消极反馈×学习目标导向 0.05 0.06 −0.06 0.07 −0.07 0.06 −0.05 0.06 

注: +p < 0.1, *p < 0.05, **p < 0.01, ***p < 0.001。Mode 1 汇报了全模型多层次路径分析结果; Model 2 汇报了三种目标导向对领导每

日消极反馈与员工第二天创造力关系的跨层次调节作用结果。 

 

 
 

图 2  证明目标导向在领导消极反馈与员工问题解决反

思间的调节作用 
 

假设 3 提出员工回避目标导向调节了领导每日

消极反馈与员工每晚情感反刍之间的关系。如表 4

所示,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与员工回避目标导向的交

互项对员工每晚情感反刍的影响在 0.1 水平显著(γ 
= 0.14, SE = 0.08, p = 0.069)。调节效应如图 3 所示, 

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 当员工有着较高水平回避

目标导向时(+1 SD),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积极预测

员工当晚的情感反刍(γ = 0.17, t = 2.10, p = 0.035)。

然而, 当员工有较低水平回避目标导向时(−1 SD),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与员工当晚的情感反刍无显著

关系(γ = −0.02, t = −0.27, p = 0.79)。因此, 假设 3

得到支持。 

 
 

图 3  回避目标导向在领导消极反馈与员工情感反刍间

的调节作用 
 

3.4.2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假设 2 提出员工证明目标导向调节了领导每日

消极反馈通过员工每晚问题解决反思影响第二天

创造力的间接效应。如表 4 所示, 员工晚上问题解

决反思显著积极预测第二天创造力(γ = 0.16, SE = 

0.04, p < 0.001)。采用 R 软件进行蒙特卡洛模拟  

20, 000 次重复抽样, 结果表明: 当员工有着较高的

证明目标导向时, 领导每天消极反馈通过促进员工

晚上问题解决反思进而提升员工第二天创造力这

一间接效应显著(indirect effect = 0.022, 95% CI 为

[0.003, 0.050]); 然而, 当员工有着较低的证明目标

导 向 时 , 上 述 间 接 效 应 不 显 著 (indirect eff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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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95% CI 为[−0.033, 0.004])。此外, 高低两种

情形下间接效应的差值显著(indirect effect = 0.035, 

95% CI 为[0.008, 0.071])。因此, 假设 2 得到支持。 

假设 4 认为员工回避目标导向调节了领导每日

消极反馈通过员工每晚情感反刍影响第二天创造

力的间接效应。如表 4 所示, 员工晚上情感反刍显

著负向预测第二天创造力(γ = −0.10, SE = 0.05, p = 

0.02)。为检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采用 R 软件进行

蒙特卡洛模拟 20, 000 次重复抽样。Liu 等(2015)在

多层次模型中使用 90% CI 来检验间接效应, 这一

做法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了应用(Lee et al., 2018)。

鉴于此, 本研究检验假设 4 时同时汇报了 95% CI

和 90% CI。结果显示: (1)当员工有着较高的回避目

标导向时, 领导当天消极反馈通过增加员工晚上情

感反刍进而减少员工第二天创造力这一间接效应

显 著 (indirect effect = −0.017, 95% CI [−0.040, 

0.0004]包括 0, 90% CI [−0.036, −0.002]不包括 0); (2)

当员工有着较低的回避目标导向时, 上述间接效应

不显著(indirect effect = 0.002, 95% CI 为[−0.012, 

0.018], 90% CI 为[−0.009, 0.014]); (3)高低两种情形

下间接效应的差值显著 (indirect effect = −0.019, 

95% CI [−0.049, 0.002]包括 0, 90% CI [−0.043, 

−0.0002]不包括 0)。因此, 假设 4 得到支持。 

3.4.3  补充分析 

第一, 为提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本研究补充

分析了不含控制变量的研究模型 , 结果同样显示: 

(1)领导每日消极反馈与员工证明目标导向的交互

项显著影响员工晚上的问题解决反思 (γ = 0.17,  

SE = 0.06, p = 0.004); (2)领导每日消极反馈与员工

回避目标导向的交互项在 0.1 水平上显著影响员工

晚上的情感反刍(γ = 0.14, SE = 0.08, p = 0.069); (3)

员工有着较高的证明目标导向时, “领导每天消极

反馈→员工晚上问题解决反思→员工第二天创造

力”这一间接效应显著(indirect effect = 0.024, 95% 

CI 为[0.004, 0.051]); (4)员工有着较高的回避目标

导向时, “领导每天消极反馈→员工晚上情感反刍

→ 员 工第二天创造力”这一间接效应显著(indirect 

effect = −0.014, 95% CI [−0.040, 0.002]包括 0, 90% 

CI [−0.035, −0.0001]不包括 0)。上述结果为研究结

论的稳定性提供了支持。 

第二, 为排除人口统计学特征对研究结论的影

响, 本研究补充分析了在个体间层次进一步控制性

别、年龄、组织任期后的研究模型, 结果表明: (1)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与员工证明目标导向的交互项

显著影响员工晚上的问题解决反思(γ = 0.15, SE = 

0.06, p = 0.015); (2)领导每日消极反馈与员工回避

目标导向的交互项在 0.1 水平上显著影响员工晚上

的情感反刍(γ = 0.15, SE = 0.08, p = 0.071); (3)员工

有着较高的证明目标导向时, “领导每天消极反馈

→员工晚上问题解决反思→员工第二天创造力”这

一间接效应显著 (indirect effect = 0.018, 95% CI 

[−0.002, 0.047]包括 0, 90% CI [0.001, 0.042]不包括

0); (4)员工有着较高的回避目标导向时, “领导每天

消极反馈→员工晚上情感反刍→员工第二天创造

力”这一间接效应显著(indirect effect = −0.017, 95% 

CI [−0.038, 0.001]包括 0, 90% CI [−0.034, −0.002]

不包括 0)。由此可见, 在个体间层次控制人口统计

学变量后, 当员工有着较高的证明目标导向时, 领

导每天消极反馈通过员工每晚问题解决反思激发

员工第二天创造力这一间接效应的显著性稍微下

降, 由于其 90%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 这一结果仍

在可接受范围内。此外, 上述其他结果的显著性并

无明显变化。 

第三, 本研究补充检验了领导每日消极反馈与

员工当天创造力间的关系, 并控制了领导每日积极

反馈和员工前一日创造力。结果显示: 领导每日消

极 反 馈 对 员 工 当 天 的 创 造 力 没 有 显 著 影 响 (γ = 

−0.01, SE = 0.06, p = 0.90)。进一步地, 探讨了证明

目标导向和回避目标导向在领导每日消极反馈与

员工当天创造力之间的跨层次调节作用, 在个体内

层次控制了员工前一日创造力和领导每日积极反

馈, 在个体间层次控制了员工学习目标导向。结果

显示: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与员工证明目标导向的交

互项(γ = −0.13, SE = 0.08, p = 0.11)、领导每日消极

反馈与员工回避目标导向的交互项(γ = −0.09, SE = 

0.08, p = 0.30)对员工当天的创造力均没有显著影

响。考虑到领导消极反馈和员工创造力在同一时间

点进行数据收集, 上述补充分析难以实际检验两者

间的因果关系。正如 Xing 等(2021)所述, 员工接收

到领导的消极反馈后, 行为结果通常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体现, 上述分析表明了本研究考察员工第二天

创造力具有合理性。 

第四, 为进一步揭示领导消极反馈的动态效果, 

本研究补充分析了领导每日消极反馈对员工第三

天、第四天创造力的影响。将领导每日消极反馈、

员工每晚反刍与第三天创造力进行配对, 样本量为

来自 95 名员工的 536 个观测值。多层次路径分析和

20, 000 次重复抽样的蒙特卡洛模拟结果显示: (1)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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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每晚问题解决反思对第三天创造力的积极效应

边际显著(γ = 0.15, SE = 0.08, p = 0.07); (2)员工每

晚情感反刍对第三天创造力的消极作用边际显著(γ 
= −0.08, SE = 0.05, p = 0.09); (3)对于高证明目标导

向的员工而言, “领导每天消极反馈→员工晚上问

题解决反思→员工第三天创造力”这一间接效应不

显著(indirect effect = 0.019, 90% CI [−0.000003, 

0.046]包括 0); (4)对于高回避目标导向的员工而言, 

“领导每天消极反馈→员工晚上情感反刍→员工第

三天创造力”这一间接效应不显著(indirect effect = 

−0.012, 90% CI [−0.031, 0.001]包括 0)。将领导每日

消极反馈、员工每晚反刍与第四天创造力进行配对, 

样本量为来自 95 名员工的 353 个观测值, 数据分析

显示上述效应均不显著。综上所述, 领导每日消极

反馈引发员工当晚的问题解决反思和情感反刍, 这

两种类型的反刍对员工第二天创造力有显著影响, 

对员工第三天创造力的影响效应减弱(边际显著), 

对员工第四天创造力没有显著影响。 

4  讨论 

4.1  研究发现 

基于反馈干预理论, 本研究采用经验取样法探

讨了领导每日消极反馈影响员工短期创造力的内

在机制和边界条件。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对于高证

明目标导向的员工而言,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通过促

进员工每晚的问题解决反思, 进而提升了第二天的

创造力; 对于低证明目标导向的员工而言, 这一间

接效应不显著。对于高回避目标导向的员工而言,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通过引发员工每晚的情感反刍, 

进而抑制了第二天的创造力; 对于低回避目标导向

的员工而言, 这一间接效应不显著。 

4.2  理论贡献 

第一, 本研究采用经验取样法揭示领导消极反

馈影响员工创造力的双过程机制, 有益于解释现有

文献关于“领导消极反馈−员工创造力”关系的矛盾

观点。领导消极反馈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效果并不

明确, 学者们发现了促进、抑制等不同效果(Hoever 

et al., 2018; Hon et al., 2013; Kim & Kim, 2020)。此

外, 领导行为随时间波动(康勇军, 彭坚, 2019), 员

工也并非总是具有创造力(Bakker et al., 2020)。考

虑到上述动态变化性, 领导消极反馈对员工创造力

的影响路径更为复杂。鉴于此, 本研究采用经验取

样法精细捕捉员工每天下班后在认知思考和情感

体验上的瞬时状态, 系统揭示不同个体对领导每日

消极反馈的差异性反应以及由此引起的日常创造

力波动。研究表明, 当员工有着较高证明目标导向

时,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通过每晚问题解决反思激发

员工第二天创造力。当员工有着较高回避目标导向

时,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通过每晚情感反刍抑制员工

第二天创造力。以上发现证实了领导消极反馈通过

不同机制对员工创造力产生差异化影响, 对现有文

献中单一机制形成极大补充; 并有力回应了对领导

消极反馈有效性的争议, 有助于人们全面、辩证地

看待领导消极反馈的作用效果。 

第二, 本研究引入发生在非工作时间的问题解

决反思和情感反刍, 具化了反馈干预理论中较为抽

象的任务过程和元过程, 为该理论提供了更为具体

的解释机制。在任务过程和元过程的操作化上, Kim

和 Kim (2020)改编了现有的解释量表和认知评价

量表进行测量, 但这并不能囊括任务过程和元过程

的全部内涵。鉴于鲜有构念能完全反映上述两种过

程的内涵, 本研究聚焦于任务过程中的“深入思考

和回忆工作”, 以及元过程中的“情感反应”, 引入

问题解决反思和情感反刍分别反映上述内涵。研究

结果显示, 对于不同绩效目标导向的员工而言, 晚

上的问题解决反思和情感反刍是领导每日消极反

馈对员工第二天创造力产生影响的两个中间过程。

以上结果为将元过程和任务过程聚焦于具体构念

的做法提供了实证支持, 为未来任务过程和元过程

的进一步细化和操作化提供了有益启示。此外, 上

述研究发现还表明领导消极反馈的影响会延续到

非工作时间, 明确了工作事件和非工作时间认知思

考与情感体验之间的联系, 为反馈干预理论提供了

一个更加深入细致的解释框架。 

第三, 研究发现证明目标导向和回避目标导向

的调节效应, 揭示了在不同绩效目标导向下领导消

极反馈作用效果的差异。反馈干预理论认为个体获

得消极反馈后, 特质差异会引起个体将注意力集中

在任务过程还是元过程(Kluger & DeNisi, 1996)。鉴

于此, 本研究认为绩效目标导向会影响个体对领导

消极反馈的日常反应。研究表明, 高证明目标导向

员工接收到领导的消极反馈后, 更有可能将注意力

聚焦到与任务过程相关的问题解决反思; 高回避目

标导向员工接收到领导的消极反馈后, 更有可能将

注意力转移到与元过程有关的情感反刍。上述结果

拓展了 Kim 和 Kim (2020)的研究发现, 他们认为来

自领导的消极反馈会导致员工关注元过程, 尚未考

察其中的个体差异。本研究通过考察回避目标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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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证明目标导向的调节作用, 提供了一个更加精细

的理论模型, 揭示了不同绩效目标导向个体对领导

消极反馈的差异化反应, 进一步推动了对领导消极

反馈作用效果的个体差异研究。  

4.3  实践意义 

本研究对企业创新管理实践有如下启发。第一, 

鉴于不同员工对领导消极反馈有着差异化反应, 管

理者应辩证地看待消极反馈这一管理工具, 有针对

性地向员工提供或减少消极反馈。本研究发现, 高

证明目标导向员工面对领导消极反馈时, 更有可能

反思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创造性地改进工作; 而高

回避目标导向员工面对领导消极反馈时, 更有可能

在非工作时间持续产生消极情绪体验, 进而对创造

力产生不利影响。因此, 管理者可以因人而异进行

消极反馈, 充分发挥消极反馈对高证明目标导向员

工的激励作用, 减少消极反馈对高回避目标导向员

工的不利影响。 

第二 , 本研究启示员工获得领导消极反馈后 , 

进行积极自我调节, 避免将注意力转移到自身, 而

是聚焦于创造性任务。数据分析显示, 关注任务的

问题解决反思不仅会促进第二天创造力, 对第三天

创造力也有边际显著的积极效应。然而, 关注自我

的情感反刍不仅会削弱第二天创造力, 也会边际影

响第三天创造力。鉴于此, 当领导对创造性任务提

供消极反馈后, 员工要积极调整认知和情感, 在非

工作时间多进行问题解决反思, 减少情感反刍等消

极情感体验, 以提升后续创造力。 

4.4  局限与展望 

受主客观因素制约,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第

一, 在内在机制上, 仅探讨了问题解决反思和情感

反刍两种机制。问题解决反思和情感反刍分别只反

映了任务过程和元过程中的一个方面, 未来研究可

继续探讨认知加工等其他属于任务过程的构念, 以

及认知耗竭等其他属于元过程的构念是否在领导

消极反馈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间起到中介作用。此

外 , 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会发现不同的解释机制 , 

未来研究可从归因理论出发, 探讨内部归因、外部

归因等不同类型归因的中介作用, 深入揭示领导消

极反馈影响员工创造力的黑箱机制。 

第二, 在边界条件上, 本研究仅关注了证明目

标导向和回避目标导向。未来可探讨其他特质变量, 

如内部归因倾向和外部归因倾向。内部归因倾向的

人会将领导消极反馈的原因归结于自身能力不足, 

更有可能将注意力聚焦到任务过程, 进而提升后续

创造力。外部归因倾向的人将领导消极反馈的原因

归结于外部因素, 更有可能引发元过程而削弱后续

创造力。此外, 反馈干预理论还指出工作特征、环

境特征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人们对于领导消极

反馈的反应(Kluger & DeNisi, 1996)。因此, 未来研

究可探讨工作自主性、组织支持等其他边界条件, 

拓展领导消极反馈发挥积极作用的适用情形。 

第三, 在量表信度上, 证明目标导向和回避目

标导向在本研究中的信度偏低。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上述两个变量的样本量偏小, Bonett (2002)指出样

本量大小是影响量表信度的关键因素。此外, 条目

数量也会影响量表信度(Briggs & Cheek, 1986)。本

研究在个体间层次的样本量为 95, 尽管满足了

Gabriel 等(2019)建议的经验取样法研究中第二层

次的样本量, 但考虑到证明目标导向和回避目标导

向量表的条目数量较少, 较小的样本量会降低量表

信度。鉴于此, 未来研究中可以增加第二层次样本

量, 提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也可以开发更契合中

国文化情景的目标导向量表, 增强量表的适用性。 

第四, 在数据采集上, 核心变量均使用员工自

我报告的方式测量。尽管我们采用经验取样法在真

实的工作环境中进行多次测量, 能够克服“一次性”

自我报告测量中的不足之处 (Alliger & Williams, 

1993)。然而, 自陈式问卷仍然可能会带来共同方法

偏差。因此, 未来研究中可以采用多来源的数据收

集 方 式 , 如 邀 请 领 导 评 价 员 工 创 造 力 (张 勇  等 , 

2014)。此外, 本研究仅收集了领导每日反馈的程度, 

并未获取领导反馈的频率。未来研究可在研究模型

中控制领导消极反馈频率,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领导

消极反馈程度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5  结论 

在领导消极反馈和员工创造力关系上, 现有文

献提出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等观点。为厘清两

者间的复杂关系, 本研究基于反馈干预理论, 采用

经验取样法探讨领导每日消极反馈对不同目标导

向员工第二天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 (1)领

导消极反馈和员工创造力均存在较大个体内变异, 

个体内方差分别占总方差 62.50%、32.94%。由此

可见, 考察领导消极反馈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时应

充分考虑两者的动态变化性, 忽略个体内变异可能

导致不同的研究结论。(2)面临领导每日消极反馈, 

高证明目标导向员工更有可能产生每晚问题解决

反思, 高回避目标导向员工更有可能产生每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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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由此可见, 探讨“领导消极反馈−员工创造力”

关系时应充分考虑个体间差异, 领导消极反馈可能

对不同员工产生差异化影响。(3)问题解决反思是领

导每日消极反馈激发高证明目标导向员工创造力

的积极机制, 情感反刍是领导每日消极反馈影响高

回避目标导向员工创造力的消极机制。由此可见, 

领导每日消极反馈通过不同机制对员工创造力产

生差异化影响。综上, 本研究揭示了“领导消极反馈

−员工创造力”关系中的个体内变异、个体间差异和

双过程机制, 为现有文献中的矛盾观点提供了有益

解释, 深化了人们对领导消极反馈这一管理工具有

效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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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findings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supervisor negative feedback on employee creativity have 
seemingly been inconsistent. Researchers have reported positive, negative, and non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supervisor negative feedback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that supervisor negative feedback has short-lived impacts on employee creativity. Drawing from feedback 
intervention theory, we propose that proving goal orientation moderates the indirect effect of daily supervisor 
negative feedback on employee next-day creativity through problem-solving pondering at night such that this 
effect is stronger for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levels of proving goal orientation. In addition, we suggest that 
avoiding goal orientation moderates the indirect effect of daily supervisor negative feedback on employee 
next-day creativity through affective rumination at night such that this effect is stronger for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levels of avoiding goal orientation. 

We conducted a field study using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ology to collect data from employees of a 
design institute in northern China.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process included an initial one-time entry survey 
and daily surveys administered over a period of two weeks. One week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daily surveys,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eir proving goal orientation, avoiding goal orientation, an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During the two-week daily survey period, participants assessed daily supervisor negative feedback and daily 
creativity at 5:30 p.m. and rated problem-solving pondering and affective rumination at 8:30 p.m. each evening. 
The final sample included 716 usable observations collected from 95 employees. To test the proposed 
hypotheses, we conducted two-level path-analyses using Mplus 8.0 and performed a Monte Carlo simulation 
procedure using R software. 

As hypothesized, employees with different goal orientations reacted differently to daily supervisor negative 
feedbac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supervisor negative feedback and problem- 
solving pondering at night was positive when proving goal orientation was high. We also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supervisor negative feedback and affective rumination at night was positive when 
avoiding goal orientation was high. Furthermore, for employees with high levels of proving goal orientation, 
daily supervisor negative feedback promoted their creativity the next day by activating their problem-solving 
pondering at night. However, for employees with low levels of proving goal orientation, this indirect effect was 
not significant. In addition, for employees with high levels of avoiding goal orientation, daily supervisor 
negative feedback inhibited their creativity the next day by eliciting their affective rumination at night. However, 
for employees with low levels of avoiding goal orientation, this indirect effect was not significant. 

The current study makes several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First, we adopt a dynamic perspective to capture 
the within-person variance in creativity resulting from daily fluctuations in supervisor negative feedback. 
Second, this study enriches feedback intervention theory by exploring the mediating roles of problem-solving 
pondering and affective rumination in the link of supervisor negative feedback with employee creativity. Third, 
the present study reconciles the conflicting findings of previous research by demonstrating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daily supervisor negative feedback on employees with different goal orientations. 
Keywords  supervisor negative feedback, goal orientation, problem-solving pondering, affective rumination,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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